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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应中，1926年出生，江苏丹阳人。
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任清
华大学学生会主席，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机械系，留校任教。曾任工程物理系副
主任兼反应堆工程教研组主任、核能技术
研究所所长、技术经济与能源系统分析研
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8
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指导联合
培养博士生，后从事能源经济与环境工
程及先进核动力堆研究，兼任联合国与世
界银行主办的“全球环境基金”第一届科
学技术委员会顾问。20世纪50年代中，参
加我国原子能专业的创建，培养了我国第
一代核反应堆专业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
士生。1958—1964年主持清华大学屏蔽试

科学攀登 55 年历程回忆
—— 吕应中口述

验反应堆和零功率实验反应堆的设计、建
造和运行，并集体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奖。1980—1985年参加并协助主持中国能
源研究会期间，作为中国能源研究报告主编
之一，集体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航空救国”到“革命救国”

我原籍江苏丹阳，1926年6月24日生

于南京。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我亲眼

目睹日本飞机轰炸南京的惨相。后来我随

家人从南京迁居重庆附近的江津县，日本

飞机开始轰炸重庆，造成防空洞窒息大惨

案，我们小学生也经常“跑警报”，不

能上课。因此我幼小的心灵就立志将来

长大后要学习造飞机，现在称为“航空救

国”。1946年抗战胜利，我就

来考清华航空系，因为清华有

庚子赔款，可以公费留美，

实现自己航空救国的理想。

来清华以后，我遇到的

第一件大事就是“沈崇事

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

生运动，以后所有的学生运

动我都参加，接受了学生

运动锻炼。清华有几个最有

名的社团：“大家唱”“民

舞社”和“识字班”，还有

一个叫“团契”。在过去的

音乐室灰楼（现在西北门附

近），办了“一二 ·一”图

2016 年 6月 29 日，“陈槐庆–吕应中比较文学研究基金”

启动仪式暨二老 90 寿辰座谈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图为与

会人员合影，前排左 5 为吕应中学长，左 4 为清华大学党委常

务副书记、副校长姜胜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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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里面放了一些比较进步的书籍。我

年纪慢慢大了，思索生命的真正意义，想

到将来中国的前途，很苦闷。有一次，有

一个同学说还有一本书我可以看看，那本

书是红色封面，叫《大江流日夜》，书架

上没有放。我说好啊，打开一看，原来里

面叫《新民主主义论》。看了以后，我觉

得这个不错。因为旧民主主义也不好，我

知道八国联军打中国，杀我们中国人，假

如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那中国就有救了。

这样，我慢慢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他们也

找我聊天，这样我就有了追求新民主主义的

思想。

后来我知道，原来是地下党提出工作

的重点要转到以班级工作为主。有人开始

来找我，说我学习成绩很好，鼓动同学把

我选成班上的“学习委员”，让我办壁

报，上面把有些难解的课程习题，或者学

习上的问题，由我或者其他同学写出来。

大家有兴趣的问题还很多，包括青春期的

问题和国家大事。机械系二年级的壁报就

这样在机械馆内首先问世，以后又贴到明

斋后面原来的大餐厅前面布告栏上，一贴

一大片。我们自称“机二突击队”，除了

办壁报以外，还有人负责替同学谋福利，

比如说谁要买卖自行车等，给登广告，还

有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办法。这样不仅吸引

了大批观众，也罗致了一大批积极分子。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八一九大

逮捕”后，很多地下党员去了解放区，清

华的党组织一下子就减员，需要发展。在

这个情况下，我在短短两个多月内，顺理

成章地先被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然后成

为地下党的党员。

1948年12月份，东北战役已接近尾

声。我们接到上级的任务，第一是劝教授

不跟着梅贻琦走，第二是在解放过程中要

保护好学校的财产，防止国民党的破坏。

地下党派学习好的学生党员做教授的工作

比较容易，保护学校财产却很费劲，我们

赤手空拳，怎么保护财产？但我们也还有

优势，因为我们同学平常学习认真，对工

人挺好，不管是看门还是扫地的工人，特

别是机械系有很多实验工厂的工人，他们

当然拥护共产党了。只要有人组织，不用

花太多时间，他们就成为保卫系馆和学校

的一支队伍。在国民党把石景山发电厂送

来的电源切断后，我们和机械系工人开动

实验室里从来没有开动过的一台200多千

瓦的汽轮发电机，向全校供电，算是对护

校有点贡献，对这件事我们还挺骄傲的。

全城解放了，大家选我做学生会主

席，因为机械系替全校同学服务是出了名

的。当选不是靠耍嘴皮子，全靠一点一滴

的具体工作。譬如办“面粉银行”，国民

党统治后期物价飞涨，助学金一发下来，

同学们一分钟也不敢耽误，跑到“面粉银

行”存钱，负责人立即打电话到城里面粉

厂，买几袋面粉，替同学保值。

后来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当时不实

行党委领导，还是教授治校，由于当时还

没有党员教授，委派我作为学生代表委

员，去贯彻党的方针路线。

学生会工作中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10

月1日，在校行政部门的全力配合下，共

同组织全校师生员工星夜从清华园车站进

城参加开国大典。我以学生会主席身份，

荣幸地与代表校委会的钱伟长教授，在清

华队伍前列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家领

导人检阅。走到广场中心时，隐约听见扩

音器中传来主席台上中央领导同志对话的

声音，有领导同志向毛主席指点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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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华大学的队伍……走在前面旗帜下面

的是钱伟长教授……”我们全体欢呼，其

热烈情景终生难忘！

1950年大学毕业，我留机械系任“理

论力学”课助教。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与教学改革，蒋南翔校

长到校。蒋校长指定我担任教务处教学研

究科科长，协助教务长进行专业设置，编

教学计划，组织速成俄文学习，以及苏联

教材翻译和教学方法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1955年清华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我又

转任科学处科学研究科长，协助留苏归国

的博士处长高景德教授进行科研选题和项

目管理。

科学救国：攀登核能科技高峰

为了源源不断地提供我国自己培养的

原子能青年干部，中央决定由清华大学带

头，在全国几个高校内设置原子能专业，

并派蒋校长率领教育代表团赴苏考察原子

能专业设置，还聘请了几位苏联专家来

华讲学。在这一背景下，1956年清华大学

建立工程物理系，一共设立210～250五个

专业编号（其中210之下又细分为五个专

业）。我被指定筹建240“原子核反应堆

工程”专业。不久，蒋校长又根据他一贯

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办学方

针，争取到建设“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

实验基地的任务，于是又指定我负责筹建

该实验反应堆。

没有理论指导的话，原子堆是设计不

出来的。当时世界上原子能技术尚处于高

度保密时期，公开资料极少。弄到美国

的一本教科书，叫《原子反应堆理论概

要》，我就首先要读懂这本天书。念完第

一遍，根本不懂里面的专业名词和概念，

因为那些英文名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没有，

只能猜想。好在我还有点数理基础，只能

自己慢慢推导那些公式，懂一点再推导下

一个，并自己创造新的技术名词。这样念

到第三遍以后，有点儿懂了，然后就动手

翻译，一节节翻了又改，改了再翻。翻完

以后，出版了第一本原子反应堆理论教科

书《原子核反应堆工程原理》，科学出版

社1959年12月出版。

1958年开始设计清华屏蔽实验原子反

应堆时，工物系年轻师生平均年龄为23岁

半，我当时年龄最大，为32岁，他们都比

我小，所以流传“23岁半设计原子反应

堆”。实际上参与设计反应堆本体的才是

这批年轻人，而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的整

个系统，和反应堆本体内的许多具体工程

技术设计，我们得到了学校其他几乎所有

系各专业教职工的全力支持。只举一例： 

反应堆内必须用极高纯水作为“慢化”与

冷却剂，因此对于大池壳材料的抗腐蚀性

要求极高。当时不可能按照苏联图纸要

求，从国内取得不锈钢薄板做池壳，我们

决定采用高纯铝板“阳极氧化”后代替。

但有两个技术难题：一是焊接，焊接教研

组主任潘际銮教授立即派了他的“系宝”

李庭贵老师傅来工地，用他的绝技“氩弧

焊”解决问题。同样，铝池壳“阳极氧化

膜”防腐蚀难题，也是在230专业李恒德教

授和化学教研组周昕教授的指导下解决的。

清华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自1958年上

马，1960年在昌平县虎峪村破土动工，当

时正值国内大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

断。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

法，发扬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坚

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终

于克服重重困难，于1964年国庆节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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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1965年8月，我们按照蒋校长的指

示，写出了一个总结《六年的奋斗，四个

方面的丰收》，由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工

程物理系总支上报，在校内外广为流传。

1979年此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5年，在清华“屏蔽实验原子反应

堆”建成投产后，我们就想“飞跃”一

步，攀登两座外国还没有攀上去的高峰。

一个就是一体化船用动力堆，也可用于

驱动核潜艇；再一个是钍的利用。因为原

子能的原料除了铀以外，还有一种叫钍，

是稀土元素中含量最多的一种元素，我们

国家的稀土元素并不稀少。教育部批准并

支持我们提出的建议，拨款开展这两项前

瞻性的核能研究。于是200号的同志们用

前面建造屏蔽实验反应堆经验总结出来的

“尖端分解为一般”办法，一天三班倒，

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

1966年5月下旬，我作为中国首次出

国参加原子能学术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到英

国出席“气冷反应堆”会议，李恒德教授

为团长，我为副团长，为开展和平利用

原子能的国际合作探寻道路。6月初开会

回来，国内“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迎

接我的是给“200号黑帮头子”戴的高帽

子，放在我家桌上。造反派闻讯我回国

后，就立即前来抄了我的家，拉我去批

斗。其中第一条罪状就是说我搞蒋南翔的

“黑任务”，跟我们国家的核工业唱“对

台戏”。因此可以用于核潜艇的动力堆就

成了“黑任务”，戴罪下马。我至今心疼

不已：世界上一体化核潜艇用动力堆是我

们第一个搞起来，凭什么几个“红卫兵”

就可以这样轻率地把我国海军技术储备

的生命判了死刑呢？直到“文革”结束

以后，我不死心，跟所内一商量，200号

的人齐心协力，实施迂回战术，拿它的基

本设计和部分未完工的主体部件，大材小

用，1985年以“低温核供热堆”名义，申

请国家批准立项。我后来把这个5兆瓦低

温供热堆移交后任所长，经他领导和全所

的辛勤劳动，于1989年建成运行。

第二个是钍的利用项目，它的命运就

更艰难曲折，甚至带有传奇性了。1968年

两派武斗迅速升级，造反派把我关在旧水

利馆顶层的一间单人囚室里，局势非常险

恶，我也没有准备活着出来。但我想既然

我活着，就还要做点儿正事，痴心想念着

钍的利用没有人研究不行。所以叫我写检

讨，给了我纸笔。纸是点数要交的，我就

在手纸上用笔计算钍增殖堆方案，算出一

点结果就记在心里，将手纸在大便池里冲

掉。后来工宣队进校以后，把我救出来，

随即由卫戍区把我送到一处监狱里“保护

起来”。我被告知不许跟家里写信，但可

以写个便条索要日常生活用品。我灵机一

动，就在生活必需品中间向家里要纸笔和

计算尺，等于告诉他们我并不是犯了什么

罪，而是在一个秘密地点进行科学研究。

我根据记忆的计算结果，在卫戍区做了钍

增殖堆的方案计算初稿。1969年春节前，

从卫戍区放出来回家后，我就写了一个正

式报告，通过军宣队转呈给周总理。总

理于10月24日批示国防科委的5位负责同

志，请他们多找些人仔细研究后，然后就

批准我报告中的所有要求，其中包括大到

钍增殖堆所需几十公斤的高浓缩铀，小到

为多年两地分居的几十名科学骨干解决家

属的北京户口，下达清华核研所，正式上

了钍增殖堆的“八二〇”项目。

“八二〇”项目开始不是采用高温

气冷堆，因为我1966年从国际会议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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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温高压氦气技术有很多难点，估计国

内不可能短期内解决。因此我最先提出采

用低压力的高温融盐堆，虽然也是用石墨

慢化的反应堆，结构跟现在高温气冷堆差

不多，但国内生产设备较易。但不幸后来

由于融盐堆所用的特殊高镍合金研制单位

（太原钢厂）发生武斗，研制工作停止，

材料无法解决，三年后被迫转到用气体冷

却。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解决了西德高温气

冷堆预应力混凝土壳的技术，做了实验，

成功了，我们才决定搞气冷堆，气冷堆就

是这么样变化过来的，不过当时没有改革

开放政策，还不能与西德合作。

1979年，我被批准参加在西德汉堡举

行的美国与欧洲核学会联合大会，成为我

国在这种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

的人，内容是我在造反派狱中构思的中国

发展“钍增殖反应堆理论”，还没有具体

设计。但论文立即引起了到会的西德高温

气冷堆专家、被世界誉为“球床堆”之父

的苏尔登博士的重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

到在遥远的中国会有人做与他们同样的工

作。我从此和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次年

他应邀来我所向国内各单位的技术专家讲

了80小时的课程，受到国家科委主任方毅

同志的接见，并与我所订立长期全面合作

协议。他的鼎力相助，大大加速了中国发

展高温气冷堆的进程。

我在清华核能技术研究所任职25年，

从1965年开始研制上述两种新型反应堆20

年的过程，竟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经历：第

一座是完全“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第

二座最后走的是“改革开放，大力开展国

际合作”，天壤之别，真是难得的奇缘！

这段经历使我萌发了进一步走出国门，到

世界上探索更多新研究领域的动机。

  第二次飞跃：“软科学救国”
解决我国的持续发展问题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能源必须

先行，形势空前严峻。

1979年12月某日，我忽然接到科委主

任方毅同志紧急通知，当天晚上去科委开

“鸣放会”。他约了一批能源老专家，我

是最年轻的三个例外之一。方毅说：“国

家经济现在处于崩溃边缘。中央提出到

2000年国家经济要翻两番，但现在到处是

缺能，怎么能够保证翻两番呢？”结果大

家七嘴八舌讲了三天。12月底又去杭州，

开到第二年的1月。

出席这次杭州会议的有100余人，百

家争鸣，终于形成共识，大胆向中央领导

提交报告，如实反映当时中国能源的严重

问题和造成这些问题的政策失误。我自始

至终参与这些材料的整理与起草，深受教

育。会议认为：中国已有能源危机，要解

决问题，首先要打破过去“领导拍脑袋”

的决策方法，应当改用科学的方法制订中

国能源政策与能源规划。

不久，科委通知：已获批准成立能源

研究会，并在各地成立分会。可是如何解

决能源研究会的经费或人员编制？我灵机

一动，就派了所办公室的几个同志到科委

二局（能源局）为能源研究会办公，自

带“粮票”。能源研究会先后向中央呈送

了两份综合性能源政策建议报告，1982年

正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民间的国家政策研

究成果: 《中国能源研究报告》，其中以

大量事实与数据阐明中国能源的严峻形

势、问题与对策。科学的能源政策实现了

它所保证的诺言，到2000年，中国果然提

前实现了“能源翻一番，国民经济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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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的世界奇迹，最终证明了科学决策的

力量。我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国能源政

策的制定与实施全过程。1990年在斯坦福

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期间，我就把这十年参

与制定与执行这部能源政策的经验，总结

写了一本书，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先进

经验”， 1993年以英文在美出版，书名

《为十亿人民提供能源》。出版后，该书

获各国能源专家重视与好评，认为是研究

中国能源问题必读物，还被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选为研究生教材。

鉴于能源—经济规划在国际上也是一

项新学科，需要在我国培养一支专门队

伍，所以1980年我又在清华核能技术研究

所内，选了一批技术骨干，“转行”学习

西方先进的采用系统工程和数学模型的规

划方法，并在所内成立“能源系统分析研

究室”。之后，清华大学为了加强软科学

研究，在全校建立跨院系的“技术经济与

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由我兼任所长。

1985年我主动提前辞去核研所所长，专任

该所所长职务。

1980年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

深入，我也将工作重点转向国际舞台，先

后与许多国际机构及外国能源研究所取得

联系，开展合作研究。清华核能技术研究

所在1980年后短短的五年内，就冲上国际

舞台，参加了联合国开发署及环境署、教

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

洲共同体等主办的多项世界性、地区性或

国家性的能源规划、研究和人员培训及项

目，并与五大洲20几个国家的60多个著名

研究所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后来欧洲共

同体还资助在清华大学内设立“北京能源

培训中心”，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培养

能源规划与管理人才。在这一时期，我还

在清华核能技术研究所内建立了多学科的

博士点，我也亲自培养博士研究生，还为

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条件，送往国外联合

培养或短期进修，他们回国后都能独当一

面，有些成为清华大学校方与研究所的主

要领导成员。

80年代初引进能源规划学科的同时，

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大收获，对于我国未

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超出能源本身。1980年

我邀请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老主任温

伯格博士访华，他介绍了“全球性温室气

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即所谓的

“温室效应”。由于过去没有听说过“温

室效应”，科委决定在校外科学院401所

举行，安排更大范围参加。专家们听完报

告之后，反应十分强烈。我国是使用煤炭

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而煤炭燃烧时所产

生的“温室气体”最多。所以我开始研究

“温室效应”问题，并推动国内有关单位

共同研究。1985年回访温伯格博士主持的

美国能源分析研究所时，我提出了一份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状况与地区分布》的

报告，为他主编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库”填补了一大片空白。此后，联合国

为全球环境保护问题，先后举行过几次各

国元首会议，并制定了国际公约。中国也积

极参加，成为主要一员，核研所也与国外许

多单位合作开展了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工作。

1983年，国家计委与科委在制定全国

能源规划的基础上，又着手制定中国核能

政策，我代表中国能源研究会参加。会议

通过热烈讨论，统一了长期在有关部门之

间争论不休的发展核电站的堆型、容量、

发展路线和研究重点等问题。会议接受我

在中国应发展核能供热的建议，从而制定

了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核能政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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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清华核能技术研究所制定了一整套发

展由低温、中温到高温供热反应堆的研究

规划，并立即将已有的实验原子反应堆改

装在所内进行低温供热实验，由国家科委

主持现场检查鉴定，证明核供热的可行性

与安全性。

1985年，核能技术研究所的核能研究

获得国家低温供热实验新项目，重新走上

轨道，我认为当时已有条件将核能技术研

究所所长的工作移交给副所长，自己可以

走出国门，用更多时间开展国际合作研

究，探寻更广大的新研究领域。

第三次飞跃：致力于“技术救世”

记得1946年投考清华，为的是争取庚

款公费留美，学先进技术制造飞机“航空

救国”；60年后，我果然留美，不过目的

变了：想让中国率先发展最先进的原子核

反应堆，“技术救世”。这段奇缘起始于

1979年与温伯格博士的相遇。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老主任温伯

格博士是美国核动力的主要创始人，先后

设计研究与领导过包括石墨水冷堆、压水

堆、重水慢化堆、水均匀堆、先进高温气

冷堆、高温液态金属燃料（飞机）动力

堆，和高温融盐燃料钍增殖堆等多种先

进反应堆，成为美国当时重要的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ORNL）第二代主任。后

来他担任过美国政府能源研究与发展

办公室主任等要职。1980年他应邀访问

中国，居然和我一见如故，立即邀请我

回访。

1985年回访温伯格主持的美国能源

分析研究所后，我更为他的人品与作风

高尚所折服。1988年我到清华经济管理

学院担任经济系教授，为该系培养经济

理论课程的青年教师。在温伯格博士热

情帮助下，由美国华盛顿公共政策研究所

出资支持了我们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1990年，他邀请我到橡树岭，合作研发他

主张的“固有安全动力堆”，并介绍我到

他担任顾问的公司，让我分管“小企业科

技”项目。我有了这样的学习研究机会，

经常回清华向师生介绍研究成果，前后有

20年。

在橡树岭的20年中，我除了完成包罗

万象的研究项目（如天然气处理）外，还

应邀参加美国和国际组织中与发展中国家

能源环境有关的顾问工作，其中最重要的

是联合国与世行合办的“全球环境基金”

第一届科学技术顾问，前后约3年，经手

审查许多亚洲地区或国家（含中国）的清

洁能源、生物多样性和温室气体减排项

目，扩大了科学眼界。

在2010年，研究工作获得突破，我向

中国专利局申请了名为“在任何功率下长

期自动运行生产高温核能的方法”，又向

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该项目基本达到

温伯格所要求的高标准，能够实现他自传

中所期望的：采用先进核能，开辟第二核

纪元，到21世纪末，世界100亿人口不再

2018 年校庆日，吕应中与毕业 50 周年的

返校校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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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资源短缺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平地共

同享受更高的物质水平。

在50余年科研和创业的漫长岁月里，

我有两个座右铭。一个就是马克思讲的，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

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

光辉的顶点。”另外一个就是苏联的生物

学家巴甫洛夫讲的，“科学需要一个人贡

献毕生的精力，假定每个人有两次生命，

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不够的。”我自己是

按照这两个座右铭走过60年，愈走体会愈

深，终于“合二为一”，原来讲的是同一

真理：一山还比一山高，需要一代代人前

仆后继，切莫过早地自以为到达了光辉的

顶点。我们的第二次生命在哪里？就在我

们一代一代的新人身上。

（摘编自《清华记忆》，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1年，郑小惠、童庆钧、高瑄编著）

过往征程  铭刻于心
○傅  㺿（1950 届外文）

“十八罗汉”闯关东

1949年初，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东北

军工部孔希同志找到潘梁。孔希是潘梁的

妹夫，潘梁则是清华地下党原负责人之

一，当时已调至北京团市委筹备委员会。

孔希说东北急需技术人才，组织上要他找

些清华同学去东北。

潘梁找到张炳萱（地下党员）要他去

动员，张炳萱串连了18位同学，现在记起

来的有：航空系张炳萱、蔡奇图、周钦、

顾胜良；机械系徐应潮、吴佑福、冯登

泰、王提涛、朱荣超、苏世范、唐突；电

机系顾慧、唐道周；化学系吴庆云；外文

系傅㺿。

1949年2月28日，我们18人随孔希同

志坐火车去了沈阳。后来我们被同学们

戏称为“十八罗汉闯关东”，但只有一位

“女罗汉”，就是我。

我们到沈阳后，东北军工部何长工部

长很爱护清华学生，在培训期间，他腿

不好，还拄着拐杖亲自带我们下工厂参

观，到沈阳51厂和52厂。何部长

说：“你们要向工人阶级学习，

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

有出路，要不就是墙头草，随风

倒，扎不下根。”下厂回来，他

又请“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

铎同志给我们做报告。吴运铎人

很瘦，穿了一身旧军装，戴着墨

镜，他给我们讲了自己是怎么在

党的培养下奋斗过来的。他说：

自己虽然负伤，眼睛看不见了，

可是还有双手，还可以为党和人

奔赴东北工作的部分同学参加顾胜良同学婚礼时合影。

前排左起：徐应潮、傅㺿、顾胜良（左4）夫妇、苏世范（右

2）夫妇；后排左起：张炳萱、朱荣超、周钦、顾慧、冯登

泰、蔡奇图、□□□、吴庆云、唐道周


